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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主要中心之一,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水稻(Oryza sativa)等是

在中国最早被驯化的农作物. 目前对史前粟类旱作和稻作农业起源与演化的时间、地点、种类、过程以及与气

候变化和人类适应关系的认识, 仍然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 本文总结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科学家针对这些问题在

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重点介绍了早期农作物遗存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 包括部分植物

大化石(炭化种子、小穗轴)、微体化石(植硅体、植钙体、淀粉粒、花粉)、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类脂物分

子)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 早期农业起源、发展和传播的部分新证据, 以及气候环境背景等方面的研究. 分析了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机遇, 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农业起源、演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响应等提出初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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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 , 在最近一个冰消期(约
19000~11000a BP)、在全球平均气温大幅度转暖(约
7~9℃)过程中(Clark等, 2009; Lu等, 2007; 王绍武,
2011), 人类首先在全球三个中心地区(中国、西亚和

中美洲)从渔猎采集逐步进入到原始农业社会(Craw-
ford, 2006;严文明, 1982),开始了人类控制和创造食物

资源的新时代. 农业的起源, 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

中的重要事件, 农业的繁盛, 让人类演化走向了一条全

新之路. 1万多年以来,气候变化和农业的发展,在全球

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 诞生出形式多样的东、

西方文明(Bellwood, 2005). 在中国滋生了南方稻作和

北方旱作两套农业系统, 孕育出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

(严文明, 1982), 其深远影响直至今天.
为什么在末次冰消期-全新世气候变暖过程中, 原

始农业在全球几个中-低纬度地区同步出现?先后有十

多种假说或观点来解释人类驯化农作物的过程和机

制,诸如:进化论说、绿洲说、人口压力说和社会变革

说等(Bellwood, 2005; Crawford, 2006; 张光直, 1987),
这些假说无论涉及人类主动驯化农作物、还是被动驯

化农作物, 由于受研究材料、方法和学科的限制, 对末

次冰消期-全新世气候变化过程、农业起源机制、以

及人类适应的认识, 还存在着较多的假设和推理(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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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ef, 1998; Crawford, 2006). 具体到中国稻作、旱作

农业起源过程、规律有什么异同? 气候环境变化起到

了怎样的作用? 对史前文明发展产生怎样影响等? 是

至今没有理清的科学事实和科学问题.
目前影响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深入开展的关

键问题, 集中在研究材料、方法、和机制等几个方面:
在研究材料方面, 越是早期的农作物“大化石”保存的

越稀少, 而且更容易腐烂、灰化, 难以发现或无法发

现(Harvey和Fuller, 2005; Pearsall, 2015; Piperno,
2006). 长期以来中国南方稻作、北方旱作地区很少有

老于8000a BP的农作物以及野生亲缘植物大化石(如
炭化种子)证据, 难以对早期的农业起源-发展过程做

准确全面了解和分析; 在研究方法方面, 由于缺少早

期考古遗存、地层中植物化石准确鉴定的标准, 许多

地区的农业起源、演化、传播问题, 更多地被肢解为

是否是野生、采集、栽培、驯化等不同阶段、不同种

类的争议, 是否是多中心起源和单一起源的争议等问

题(Deng等, 2015; Fuller等, 2009; Liu等, 2007); 在多

学科研究方面, 特别是缺少对精确年代控制下的考古

遗址区域古气候、古环境、地貌演化背景的综合研

究, 难以从时间和空间上了解气候-环境变化背景下的

农业起源、传播以及人类适应过程和机制.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注重考古遗址和沉积地层中农

作物分析、鉴定方法的创新(Ball等, 2016; Miller等,
2016; Pearsall, 2015; Piperno, 2006), 特别是在微体化

石(植硅体、淀粉、花粉)(Ball等, 2016; Pearsall, 2015;
Woodbridge等, 2014)、生物标志物(蛋白质学、同位

素、分子化合物, DNA)(Dallongeville等, 2015; Izawa
等, 2009)等用于识别不同农作物或野生祖本方面, 取

得了许多新成果, 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专著(Pearsall,
2015; Piperno, 2006). 部分新方法、新技术开始以在

线检索方式展示出来, 并以很快的速度充实、丰富和

传播. 例如: Pearsall教授在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大学植

物考古实验室建立的植硅体数据库(http://phytolith.
missouri.edu); 伦敦大学Dorian Fuller教授建立的植物

考古数据库(http://www.homepages.ucl.ac.uk/~tcrndfu/
phytoliths.html); Linda Perry博士关于国际淀粉命名法

的网站(http://www.fossilfarm.org/ICSN/Code.html)等,
促进了农业考古研究的深入.

中国学者在利用多指标、多手段开展农业考古,
特别是农作物分析鉴定方法方面,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

果(Lu等, 2005; Yang等, 2012b; Zhang等, 2011, 2012;
樊龙江等, 2011;顾海滨, 2009;靳桂云等, 2007;刘长江

和孔昭宸, 2004; 秦岭, 2012; 张居中等, 2004; 赵志军,
2014; 郑云飞等, 2007). 近年来, 针对中国史前农业、

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研究存在的问题, 先后有中国科

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科技部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等, 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区域、不同时间, 特别是

方法学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Ge等, 2016; Gu等, 2013;
Jin等, 2014; Lu等, 2009a, 2009b; Wu等, 2014; Yang等,
2012b; Zhang等, 2012; 侯西勇等, 2016; 李小强, 2013;
邱振威等, 2016;杨玉璋等, 2016;张东菊等, 2016;张双

权等, 2016), 部分成果集中在: (1) 如何利用自然科学

的手段发现、区分、鉴定早期野生-驯化农作物, (2)
明确早期农业起源时间、空间变化的过程, (3) 建立

年代准确的气候变化与农业起源、人类活动的关系等

方面. 本文重点选择中国科学家在新方法方面取得的

新进展及相关成果做介绍.

2 农业起源、演化研究的农作物分析鉴定
新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观察-探测自然精度

的提高, 农作物“化石”的鉴定也从识别大化石颗粒形

态(例如炭化种子颗粒), 逐渐向大化石细胞形态、微

体化石形态(植硅体、淀粉粒等)、分子生物结构(生物

标志物)、遗传学识别的方向发展(Pearsall, 2015; Pi-
perno, 2006). 其研究方法, 有一个共同点, 通过对大量

现代植物样品分析, 寻找可重复、可检验、特征明显

的鉴定标志, 而且这些标志能够在地层中长期保存下

来; 其研究目标, 有两个方向, 一是不同属种植物间的

区分, 例如区分炭化粟(谷子、脱壳为小米)和黍(糜
子、脱壳为大黄米, 不黏的黍称稷子)的种子, 或者炭

化大麦(Hordeum vulgare)和小麦(Triticum aestivum)的
种子;另一类是驯化农作物与野生祖本的区分,例如区

分炭化的野生水稻和驯化水稻种子.

2.1 植物大化石鉴定标志的新进展

随着考古遗址浮选方法的推广(赵志军, 2014), 鉴
定炭化植物种子的需求增多, 多种现代中国农作物以

及植物杂草种子图鉴(郭巧生等, 2009; 刘长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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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郭琼霞, 1998; 印丽萍和颜玉树, 1996; 赵志军,
2014)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但现代植物形态特征与考古

遗址中植物炭化颗粒仍然有很大区别(刘长江和孔昭

宸, 2004), 研究炭化颗粒鉴定形态特征、埋藏过程依

然是植物考古研究需要深入的工作.

2.1.1 野生、驯化水稻小穗轴基盘离层、维管束组
织鉴定特征

考古遗址中水稻炭化颗粒的鉴定已经取得了众多

成果(陈报章等, 1995; 赵志军, 2014), 但利用水稻炭化

颗粒判断水稻是野生还是驯化有许多不确定性. 水稻

驯化涉及20多个形态、生理性状变化 (区树俊等 ,
2012; 郑云飞等, 2016), 种子落粒性降低是其中最重要

的变化之一, 种子落粒性直接影响了稻谷小穗轴基盘

形态. 傅稻镰等(2009)根据水稻炭化小穗轴基盘形态

特征, 发现驯化稻穗基盘具有不均匀的轮廓、凹陷的

外表和不大对称的伤痕, 而野生型稻谷小穗基盘处常

具有连续轮廓, 平而圆的脱落伤痕, 和一个小而独特

的维管束. 郑云飞等(2016)和Zheng等(2016)进一步对

小穗轴基盘离层维管束组织结构进行研究, 发现野生

稻、驯化稻、籼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粳稻

(O. sativa subsp. japonica)小穗轴基盘组织结构的差异

(图1). 从野生到驯化表现为: 离层组织逐步消失→离

层细胞退化形成的维管束组织呈星散状分布→维管束

组织密集分布, 是水稻农业考古鉴定方法的突破. 进一

步通过对约9000a BP前浙江湖西遗址小穗轴基盘研

究, 发现为不完全离层组织, 离层细胞退化形成的维

管束组织呈现星散状分布, 有粳稻特征, 但不发达; 发
现在距今7000a BP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 开始出现具

有典型粳稻离层特征的水稻小穗轴, 表明水稻驯化经

历了落粒性不断降低、粳稻特征逐渐明显的漫长

过程.
不过稻谷小穗轴基盘在早期地层也保存较少, 很

难建立水稻驯化演化序列, 另外关于小穗轴基盘离层

维管束组织结构的观察分类, 还需要具体量化的指标.

2.1.2 野生、驯化大豆炭化颗粒形态鉴定特征

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 大豆(Glycine max)起源于

中国(赵团结和盖钧镒, 2004), 但一直缺少从野生到驯

化的考古学证据, 主要是由于缺少鉴定史前炭化野生

大豆和驯化大豆的形态标志. 赵志军和杨金刚(2017)

通过对中国大量现代野生、驯化大豆的炭化试验, 发

现一个重要的鉴定标志: 驯化栽培大豆炭化后, 豆皮

爆裂成碎片状, 大部分豆皮甚至完全脱落; 野生大豆

炭化后的豆皮虽然也出现爆裂现象, 但从不脱落, 从

而建立了炭化野生大豆和驯化栽培大豆的鉴定标准

(表1).
研究认为栽培(驯化)大豆的豆皮易于脱落, 可能

与人类蒸煮食用的选择有关. 进一步对河南贾湖遗址

出土大豆炭化形态的鉴定发现, 炭化豆类饱满, 豆皮

脱落严重, 初步认为出现了栽培(驯化)大豆的特征, 说
明中国驯化大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a BP前
(赵志军和杨金刚, 2017), 提供了中国是大豆起源地的

考古学证据.
中国野生和栽培豆类种类众多, 还需要深入开展

基础研究, 获取可量化的鉴定指标, 特别是从野生到

栽培之间的过渡指标, 可以方便将来准确地探索大豆

驯化的过程.

2.1.3 粟、黍炭化过程初步分析及在旱作农业研究
中的意义

植物(种子)受热(火)炭化后, 成分十分稳定, 可以

长期在地层中保存下来, 没有被炭化的富含有机质的

植物体在地层中会很快氧化、腐烂(杨青等, 2011), 特
别是在中国东部温暖湿润的地区是很难长期保存的.
当然超过炭化温度的有机质都已经氧化-灰化成粉, 失
去了形态鉴定特征. 因此, 从遗址中浮选的炭化植物大

化石都是受热(火)炭化后保存下来的, 已经有学者

(Märkle和Rösch, 2008; 王祁等, 2015)通过对部分农作

物的炭化分析, 了解到不同农作物种子受热炭化的温

度区间、过程是否存在差异, 会不会影响对出土炭化

植物的种类、含量的判断.
在黄河流域旱作农业考古记录中, 有粟、黍遗存

的新石器遗址多以粟为主, 少有黍的报道(陈文华,
2002; 游修龄, 1993), 近年来考古遗址浮选的结果, 也
多以粟为主, 粟被认为在中华农耕文明演化中一直唱

主角. 然而, 一些学者也发现中原地区粟、黍种子炭

化颗粒考古记录和历史记录以及微体化石的记录并不

一致, 在历史文献中, 在甲骨文和《诗经》中黍出现的

次数远超过粟(陈文华, 2002; 陈有清, 2000; 张健平等,
2010); 最近通过对相同遗址单元浮选的粟、黍炭化种

子和植硅体分析出的粟、黍的比例进行对比, 发现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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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种子中黍的比例, 远小于植硅体分析出的黍的比例

(王灿等, 2015; 王灿, 2016), 不同的记录指标得出了不

同的结果.
张健平等(2010)对现代黍、粟种子的植硅体产量

进行分析, 表明相同重量的黍、粟种子稃片的植硅体

产量基本相等(约每克45万粒左右/干式法), 其植硅体

含量大致反映了黍、粟的相对产量(重量). 王灿(2016)
进一步对现代黍、粟种子进行炭化温度区间实验, 发

现在正常大气氧化条件下 , 粟的炭化温度区间

(275~350℃), 远大于黍的炭化温度区间(250~295℃).
说明黍被炭化保存下来的概率要远低于粟, 浮选结果

中的黍的含量可能会被低估. 目前的证据表明, 中国

北方最早被驯化的是黍(Lee等, 2007; Lu等, 2009a), 但
在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a BP), 是以粟为

主还是以黍为主? 不同区域是否存在差别? 关系到对

旱作农业结构、发展过程的正确认识, 江山社稷的

“稷”, 有可能是黍在唱主角,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2.2 植物微体化石鉴定标志的新进展

农业考古分析中常用的植物微体化石, 包括植硅

体、植钙体、淀粉粒、花粉、植物炭屑细胞等, 目前

发展较快的是植硅体(Piperno, 2006; 近藤鍊三, 2010;
王永吉和吕厚远, 1993)和淀粉粒分析(Hart和Wallis,
2003; Yang等, 2012a).

图 1 野生水稻、籼稻、粳稻小穗轴基盘离层-维管束组织结构
据Zheng等(2016)和郑云飞等(2016)

表 1 考古出土炭化野生-驯化大豆鉴定标志a)

野大豆 栽培(驯化)大豆

豆粒形态 较扁, 呈肾形或扁圆形, 炭化后变形不明显 饱满, 呈长圆形或圆球形, 炭化后变形明显, 膨胀甚至爆裂

豆粒尺寸 偏小, 长宽比和长厚比值高. 炭化后略有缩小 偏大, 长宽比和长厚比值相对低. 炭化后略有缩小

豆皮特征
豆皮表面覆有一层泥状膜, 显微镜下灰暗无光泽. 炭化后

出现裂纹, 整体保存完好.
豆皮表面光滑, 显微镜下观察有光泽. 炭化后豆皮爆裂

脱落严重, 残存的豆皮呈片状附在豆粒上

子叶特征 油脂含量少, 显微镜下无光泽. 炭化后一般不爆裂
油脂含量高, 显微镜下有光泽. 炭化后爆裂, 开裂处

可以看到不规则的深窝状

豆脐特征 尺寸较小, 炭化后变化不显著 尺寸较大, 炭化后变化不显著

a) 据赵志军和杨金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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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硅体(Phytolith)是充填于高等植物细胞组织中

的二氧化硅矿物, 由于其潜在的植物属种分类功能、

较强的抗风化、抗燃烧能力、丰富的产量, 特别是在

植物有机质容易腐烂、灰化的区域和沉积物中, 发挥

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中美洲玉米起源(Piper-
no, 1984)、东南亚香蕉起源等研究中(Ball等, 2006),
植硅体证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淀粉(Starch)是几乎所有农作物中必然含有的物

质, 以淀粉粒的形式贮藏在植物的根、茎及种子等器

官的薄壁细胞细胞质中(Piperno等, 2009; Torrence和
Barton, 2006). 由于不同种属的植物淀粉粒具有不同

的形态特征, 因此可以进行植物种类的鉴定. 作为半

晶体的淀粉粒, 可以在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生活工

具表层、甚至牙结石中保存上百万年, 为研究古代植

物利用提供了可能(Yang等, 2012a).
中国学者近几年在植硅体、植钙体、淀粉、花粉

鉴定方法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Gu等, 2013; Huan等,
2015; Jin等, 2014; Lu等, 2005; Wu等, 2014; Yang等,
2015b; Zuo等, 2016; 靳桂云等, 2007; 李小强等, 2007;
吕厚远等, 2015;陶大卫等, 2009;郇秀佳等, 2014;杨晓

燕等, 2009a; 杨玉璋等, 2016; 张东菊等, 2016; 张健平

等, 2010; 赵瑆怿和毛礼米, 2015; 郑云飞等, 2013).

2.2.1 粟、黍、稗以及狗尾草小穗表皮长细胞植硅
体形态鉴定特征

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是欧亚

大陆最早驯化的两种不同的旱作农作物(Diao和Jia,
2017; 刁现民, 2011), 粟、黍果实小、形态相似, 在早

期考古报告中, 由于粟、黍炭化种子难以区分, 常描述

为“粟”和“粟类”. 近年来, 随着浮选方法的应用和粟、

黍炭化种子鉴定标志进一步明确(刘长江和孔昭宸,
2004), 粟、黍有了科学鉴定的考古记录, 但这些记录

多局限在8000a BP以后的考古遗址中, 在新石器早期

的考古遗址中, 由于粟、黍大多腐朽、灰化, 不容易发

现和区分, 限制了对早期旱作农业的研究.
植硅体形态分析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行之

有效的方法. Lu等(2009b)利用相差和微分干涉显微镜

观察了全国各地100余种现代黍、粟和其近缘草本植

物花序苞片中的内、外颖片和内、外稃片的解剖学特

征和硅质沉积结构. 发现了5个能够明确区分黍、粟的

植硅体形态特征(图2), 分别是: (1) 颖片和下位外稃中

植硅体的形态, 粟为十字型, 黍为哑铃型; (2) 稃片中是

否发育乳头状突起, 粟有突起, 黍没有突起; (3) 稃片长

细胞纹饰粟呈现Ω型, 黍呈现η型, 并分三级, 第三级多

位于稃片中部; (4) 稃片硅化表皮长细胞末端的形态,
粟呈现波状交叉纹饰, 黍呈现指状交叉纹饰; (5) 粟的

稃片表面角质层和长细胞同时硅化常常形成雕纹形

态, 而黍则形成锯齿状或斑点状. 综合考虑这五个特

征, 为利用植硅体区分黍、粟考古遗存提供了可靠的

标准.
狗尾草属(Setaria sp.)和稗草(Echinochloa sp.)不仅

是田间杂草, 而且青狗尾草(S. viridis)还是粟的野生祖

本. 由于他们炭化后种子颗粒大小、形态与粟、黍相

似, 能否找到区分粟、黍与青狗尾草、稗草植硅体的

形态特征, 是旱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关键. Zhang等
(2011)和Ge等(2016)通过对现代旱作农作物粟、黍、

稗以及多种狗尾草小穗表皮长细胞形态研究, 发表了

区分粟与青狗尾草、稗草的植硅体形态和测量标准,
发现稗草的植硅体特征形态β型. 但是由于黍的野生祖

本还不清楚(Hunt等, 2014), 有关黍的起源时间、过程

背景的探索有许多不确定性. 目前能够采集到的所谓

的野生黍(P. miliaceum ssp. ruderale (Kitag) Tzvel)或
野糜子, 被认为是栽培黍退化的品种.

图 2 粟、黍稃壳植硅体形态特征
(a) 粟的3级稃片Ω型植硅体形态, (b) 黍的3级稃片η型植硅体形态,
(c) 粟稃片硅化表皮长细胞末端的形态呈现波状交叉纹饰, (d) 黍稃

片硅化表皮长细胞末端的形态呈现指状交叉纹饰. 据Lu等(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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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驯化、野生水稻植硅体形态鉴定特征研究进
展

在稻作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 水稻特有的三

种植硅体(并排哑铃型, 双峰型、水稻扇型)(Fujiwara,
1976; 近藤鍊三, 2010; 吕厚远等, 1996; 王永吉和吕厚

远, 1993), 对于发现、鉴定水稻遗存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但在如何利用水稻植硅体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

标准方面, 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Gu等, 2013; Pearsall
等, 1995), 限制了植硅体在早期稻作起源研究中的

应用.
赵志军等通过对亚洲野生稻品种和各类传统栽培

水稻稻壳上双峰型植硅体形态参数(TW、MW、H1、
H2、CD)的系统测量, 利用判别分析的统计方法, 建立

了区分野生和栽培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判别函数

(Zhao 等1998), 获得了很高的判别概率, 被国内外同行

广泛利用(Atahan等, 2008; Ball等, 2016; 王灿和吕厚

远, 2012). 一般情况下扇型植硅体相对双峰型植硅体

在地层中的含量更多, 如何利用扇型植硅体判别野生

和栽培水稻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过程, Lu等(2002)
早期的研究发现, 水稻扇型植硅体边缘鱼鳞状纹饰一

般在8~14个左右, 多数≥9个鱼鳞状纹饰, 野生水稻扇

型植硅体边缘鱼鳞状纹饰一般小于9个, 但也有多于9
个的植硅体(图3a), 因此依据单个或少量扇型植硅体

很难判断水稻的野生和栽培性状.
Huan等(2015)进一步通过对中国63处现代野生水

稻土壤和栽培水稻田土壤中水稻扇型植硅体进行了研

究, 发现在野生稻田表土样品中具有≥9个的鱼鳞状纹

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是17.46±8.29%, 在栽培稻

田表土样品中具有≥9个的鱼鳞状纹饰的扇型植硅体

的比例是63.70±9.22%(图3b). 说明≥9个鱼鳞状纹饰的

扇型植硅体比例, 不仅可以作为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

统计指标, 而且某种程度上指示了水稻驯化的程度和

驯化速率. 例如: 如果统计出地层中鱼鳞纹饰≥9的扇

型植硅体含量M(%), 理论上可以计算水稻被完全驯化

的比例F(%). 则M=F×63%+(1–F)×17%, F=(M–0.17%)/
(63%–17%), 如果M=40%, 则F=0.5=50%. 这类似于利

用土壤中有机碳同位素计算C3、C4生物量的贡献.
目前有关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数量如何反映

水稻驯化程度的机制还在讨论中(Huan等, 2015), 由于

扇型植硅体来自禾本科植物机动细胞, 又叫泡状细胞,

能够有效地通过快速失水达到控制叶片卷缩, 适应叶

片的蒸腾, 与植物的抗旱性有关. 一个可能的机制, 野
生水稻向栽培、驯化水稻演化过程中, 脱离水环境的

几率增加, 泡状细胞卷缩功能增强, 促进了鱼鳞状纹

饰的增加, 某种程度上是与驯化有关的人工干预程度

的体现.

2.2.3 植钙体分析及其在经济作物鉴定中的应用

植钙体(Calciphytolith), 即草酸钙晶体, 主要以一

水草酸钙(CaC2O4·H2O, COM, 单斜晶系)的形式存在,
是高等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最常见的微体矿

物之一(Zhang等, 2014; 李秀丽等, 2012), 几乎在所有

高等植物体内都有分布, 广泛形成于植物的根、茎、

叶、花、果、苞片、种子等器官的晶异细胞中, 可长

期且稳定的在多种沉积物中包括灰烬层、动物粪便等

保存下来. 由于晶体形态存在多样性(不同种)和专一

性(同种), 植钙体也可以和植硅体一样, 作为鉴定依据

之一, 可以将植物鉴定到科、属、种甚至不同器官.
Zhang等(2014)通过分析中国45种现代茶(Camellia si-
nensis)、茶科(Theaceae)以及野生植物的植钙体形态,
发现了茶叶植钙体形态和组合特征, 其中植钙体簇晶

和毛状体基部是茶叶最显著的鉴定特征(图4): (1) 茶

叶植钙体全部为簇晶, 晶簇直径11.65–3.64µm, 在所有

被测样品中最小, (2) 毛状体基部具有4个明显的笔直

而规则的裂隙, 与十字消光交叉面类似, (3) 簇晶与毛

状体基部同时存在. 这些形态鉴定特征, 为区分茶叶和

其他植物提供了鉴定标准.

图 3 野生水稻和驯化水稻扇型植硅体特征
(a) 野生和驯化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 (b) 野生稻土壤和栽培稻土壤

中扇型植硅体含量差别. 据Lu等(2002)和Huan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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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厚远等通过对西藏阿里古如江寺和西安汉阳陵

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样品开展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

标志物分析(Lu等, 2016), 发现这些考古植物样品中都

含有只有茶叶才同时具有的植钙体、丰富的茶氨酸和

咖啡因等可以相互验证的系统性证据, 确认古如江寺

和汉阳陵出土的植物遗存都是茶叶, 由于他们的年龄

距今分别有1800和2100a BP, 成为目前世界上最老的

茶叶实物证据.

2.2.4 粟、黍、小麦族、块茎类等农作物淀粉粒鉴
定标志的突破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淀粉粒分析逐渐成为一

种重要的研究手段, 在欧美和澳洲开始发展, 取得了

许多重要的成果(Hart和Wallis, 2003; Piperno等,
2009). 由于部分植物器官(例如植物块茎)不生产植硅

体, 淀粉粒分析可以弥补大植物遗存和植硅体分析的

不足(Piperno等, 2004; Torrence和Barton, 2006). 国内

最早应用淀粉粒进行农业考古研究的案例是鉴定

4000a BP前的面条成分(Lu等, 2005), 但当时国内的基

础研究工作还非常有限(杨晓燕等, 2005).
过去十多年, 杨晓燕等采集了1000多份现代植物

样品, 对每种样品的淀粉颗粒进行系统的形态分析

(Yang等, 2013, 2012b, 2015b), 建立了中国现代植物

淀粉粒形态数据库(http://cmsgd.igsnrr.ac.cn/), 包括了

30多科100多属300多种植物, 基本涵盖了各类农作物

及其野生祖本、药用植物及其他野生经济作物, 为开

展古代淀粉粒研究, 分析东亚农业起源和传播奠定了

基础.
为提高淀粉粒鉴定的分辨率, 将鉴定推进到属, 甚

至种一级的分类, 杨晓燕等通过对粟类(Setaria、Pani-
cum)、稗属(Echinochloa)、薏苡属(Coix)等和小麦族

(The Tribe Triticeae)植物大量淀粉粒形态数据的采集

与分析, 建立了粟类和小麦族等淀粉粒形态分类检索

表, 提出了区分粟、黍及其野生祖本淀粉粒的鉴定标

准, 并将小麦族淀粉粒鉴定推进到属一级(Yang和Per-
ry, 2013; Yang等, 2012a), 促进了国内淀粉植物考古研

究的深入开展 (Yang等, 2013, 2012b, 2015b; 刘莉等,
2010; 陶大卫, 2011; 吴文婉, 2015; 杨晓燕, 2017; 杨晓

燕等, 2009b; 杨玉璋等, 2015).

2.2.5 禾本科农作物花粉粒鉴定进展

花粉分析是研究人类活动、农业考古、气候环境

变化的有效方法(周昆叔, 2002). 由于多数农作物属于

禾本科(Poaceae)植物, 禾本科1万多种植物中, 花粉都

是圆球形, 形态都非常相似. 如何利用花粉分析鉴定出

禾本科农作物, 人们做了许多努力, 曾先后用一般光学

显微镜, 相差光学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透

射电子显微镜(TEM)对形态特征进行过全方位的研究

图 4 茶叶植钙体形态以及参数特征
(a) 茶叶植钙体的三个形态特征: (1) 晶族, (2) 簇晶与毛状体基部同时存在, (3) 毛状体基部具有4个明显的笔直而规则的裂隙. (b) 茶叶以及近

缘植物植钙体植硅体晶族大小变化范围. 样品编号请见原文, 据Zhang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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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e等, 2009; Pearsall, 2015), 目前可以明确鉴定的

只有玉米 (Zea mays) 花粉, 颗粒大于60~70μm以上

(Fearn和Liu, 1995), 其他能够用于农作物禾本科种类

鉴定的标志并不多, 有些指标因为操作技术复杂(如:
TEM), 而难以广泛应用.

禾本科农作物花粉颗粒相对野生禾本科植物花粉

普遍变大, 不同学者试图用禾本科花粉大于35、38和
40μm, 甚至45μm以上(Faegri和Iversen, 1992; 王开发

和王宪曾, 1983; 许清海等, 2010), 作为禾本科农作物

花粉的标志, 并达到一定含量以上(如>15~20%)以上,
解释有农业活动发生, 不同学者给出的农作物花粉大

小的标准很不统一.
最近Mao和Yang(2015)通过对9种农作物: 粟、

黍、水稻、二粒小麦(Triticum dicoccum)、硬粒小麦

(Triticum durum)、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大麦

(Hordeum vulgare)、高粱(Sorghum bicolor)玉米等, 和
亲缘野生植物: 青狗尾草、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
gon), 节节麦(Aegilops tauschii)的花粉形态, 进行测量

分析. 图5可以看出, 不同农作物花粉大小是不一致的,
玉米花粉大于70μm以上, 与过去的结果一致; 小麦类

花粉一般在53~65μm左右, 与大麦和野生节节草花粉

约35~50μm相比, 明显大许多; 水稻和野生水稻花粉

大小相似, 一般在30~45μm左右, 无法区分; 粟、黍花

粉25~40μm, 比青狗尾草花粉20~33μm要大许多, 但没

有绝对的界线, 因此在不同的农作物分布区, 可以考虑

用不同的判断标志, 无法用统一的标志判断是否存在

农作物.

2.3 生物标志物新进展

由于生物标志化合物基本保存了原始生物生化组

分的碳骨架, 记载了原始生物母质的相关信息, 被广泛

应用在古生态、古环境、古气候研究中. 在农业考古

和环境考古研究中, 四种生物化学组分(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类脂物和木质素)都有应用的案例(彼得斯等,
2011; 谢树成等, 2003). 在这四类生物标志化合物中,
研究最广泛的是类脂物和蛋白质(核酸).

2.3.1 蛋白质组学方法鉴定标志的进展

蛋白质是动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利用动植物

的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残留物中, 一般含有或多或少的

蛋白质, 对其开展分析能为动植物利用提供丰富的信

息. 蛋白质组学技术的成熟是和蛋白质数据库的日趋

庞大密不可分的, 本世纪初蛋白质组学才开始应用于

古代遗存的分析(Solazzo等, 2008). 蛋白质组学分析能

鉴定样品中所含蛋白质的种属和种类, 而后者往往和

蛋白质的来源部位相关, 这是蛋白质分析的独特优势.
例如, 动物的肉、皮、血、骨、角、奶或毛等, 以及不

同器官往往含有不同种类的蛋白质; 因此蛋白质组学

通过鉴定蛋白质的种类可以判断蛋白质的来源部位,
对了解先民开发动物产品的深度至关重要. 近年来, 使
用蛋白质组学方法在新疆小河墓地中发现了3600a BP
前的固体奶制品, 大部分样品中主要含酪蛋白和微量

的开菲尔乳酸菌, 说明其为开菲尔奶酪(Yang等, 2014).
植物的根茎叶中蛋白质含量很低, 种子中的蛋白

质含量较高, 在植物种子(比如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
的加工过程和最终制品中, 有可能保留有种子蛋白.
比如, 在北京圆明园建筑彩绘的地仗层(基础层)中鉴

定出小麦面粉为胶结材料(Rao等, 2014). 蛋白质(核
酸)的生物学信息在所有生物标志物中是相对丰富的,
但它们在考古遗址或地层中保存相对其他指标来说不

太稳定.

2.3.2 类脂物分子类生物鉴定标志的进展

相比蛋白质而言, 类脂物在地层沉积物中要稳定

得多, 可以在许多环境中长期保存下来, 但它所携带

的生物学信息相对较少. 目前在农业考古、古生态、

古植被研究中, 研究最多的生物标志化合物是类脂物

分子(赖旭龙, 2001), 包括烷烃、芳烃、酸、醇、酮和

酯等, 主要涉及这些生物标志化合物的种类、含量、

分布、具有种属特异性的生物分子或者分子组合(多
指有机小分子), 它们在加工、埋藏中产生的衍生物,
有望判断相关残留物的生物来源. 对古代残留物中的

生物标记物, 首先使用合适的化学试剂进行提取, 再

分析对象的属性, 选择合适的光谱或质谱方法鉴定分

子的组成、结构或同位素组成. 比如, 黍素(miliacin)
是粟、黍的生物标记物, 吕厚远等人曾用气质联用方

法和植硅体方法在磁山文化窖穴的灰化样品中识别出

早期黍的存在, 为粟作农业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证

据(Lu等, 2009a). 茶氨酸和咖啡因是茶叶的生物标记

物(Lu等, 2016). 桦木醇(图6)、羽扇豆醇和桦木酸是桦

树皮的生物标记物等, 利用该方法在中国新疆地区鉴

定出古代桦树皮制品(Rao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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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遗传学生物鉴定标志的进展

通过DNA分析方法研究农作物的起源、演化, 可

以从遗传学角度提供了全新的证据. 许多研究是通过

对现生农作物和亲缘野生植物的DNA片段等做了类

似亲子鉴定的分析(Huang等, 2012). 例如, 通过对水稻

基因片段分析, 发现与水稻驯化相关的一些主要基因

变异仅出现过一次, 籼稻所携带的控制落粒性的基因

来自于粳稻, 结合考古学证据, 逐渐形成一个主流观

点(Choi等, 2017; Fuller等, 2010): 大致在距今10000a
BP之前, 在中国已经开始驯化了粳稻, 在距今4000a
BP前后传入印度, 与当地被人类利用的野生稻杂交之

后, 出现了籼稻, 籼稻大约在2000a BP前后传回中国.
中国是水稻起源“原始中心”和印度为“生中心”的遗传

学证据似乎越来越多(Choi等, 2017).

关于在中国最早开始驯化水稻的地点, 部分现代

水稻、普通野生稻DNA证据揭示水稻的驯化地在广

西珠江流域地区(Huang等, 2012), 还有待更多考古学

证据的验证、以及理论的解释, 涉及水稻起源是否应

该发生在野生稻种类丰富区、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区、

气候环境条件适宜区, 或考古发掘水稻化石最老的地

区等, 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问题.
DNA分析已经明确了粟的野生祖本是青狗尾草,

初步划分了粟的野生祖本不同类群的分布地区和起源

演化信息(Diao和Jia, 2017; Fukunaga等, 2006). 对黍的

野生祖本的DNA鉴定还在进行中(Hunt等, 2014), 遗传

学分析表明, 中国是黍子遗传多样性最高的地区, 而且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型黍子的遗传相似系数显著低于其

他地区生态型的黍子, 表明中国很可能是黍子的起源

图 5 常见农作物和野生禾本科植物花粉形态与直径测量结果
(a) 13种农作物和禾本科植物花粉直径分布范围; (b) 常见农作物和禾本科野生植物花粉形态: 1. Maize(Zea mays), 2. Barley(Hordeum vulgare),
3. Grain sorghum(Sorghum bicolor), 4. Millet(Setaria italica), 5. Weed, 6. Emmer wheat(Triticum dicoccum), 7. Common wheat(Triticum aestivum),
8. Oryza sativa(JX). 据Mao和Ya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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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其起源中心很可能位于黄土高原(Hu等, 2009).
另外部分学者已经在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样品中

成功提取到DNA(Castillo等, 2016; Jones等, 2016); 20
世纪90年代, 日本学者佐藤洋一郎在草鞋山遗址的6粒
炭化稻米中提取到了DNA, 分析认为都是粳稻, 提出

长江流域最早栽培的水稻是粳稻的观点(严文明和安

田喜憲, 2000), 尽管学界对草鞋山遗址炭化稻米DNA
数据还有些疑问, 可以预期, 随着从炭化种子提取

DNA的技术的进步, 遗传学生物鉴定将在农业考古研

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目前的农业起源、演化研究中, 无论是大化

石、微体化石、还是生物标志物, 不同的研究方法针

对不同研究对象和目标, 可能各有优势和弱点, 研究

设计尽可能利用多种手段, 相互补充、相互验证, 获

取更接近事实的信息.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 中国学者

通过多方法、多指标开展农业考古研究, 取得了一些

重要的进展.

3 中国农业起源、演化研究的新进展

3.1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考古遗存分布

农业考古遗存是研究农业起源、演化的重要实物

证据. 随着农业考古方法学研究的深入和应用, 农业考

古研究成果快速增加, 包括大化石、微体化石和少量

分子生物学证据 , 目前已经正式发表的旱作(粟、

黍)、稻作考古学结果的遗址约有1080处(He等, 2017).
龚子同等(2007)在《科学通报》发表的“中国古

水稻的时空分布及其启示意义”一文中, 利用当时能收

集到的学术刊物发表的和其他途径报道的水稻考古遗

址点共280处. 目前发现的水稻考古遗址(图7a和c)(He
等, 2017), 仅学术期刊正式发表的老于2000a BP的水

稻遗址有543处, 老于4000a BP的424处, 老于7000a BP
的40处. 绝大多数分布于37°N以南的东部季风区, 以

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最为密集. 最北地

点为青铜时代的辽宁旅顺口高丽寨遗址(121°57′E,
39°23′N), 最南地点为龙山时代的台湾屏东垦丁遗址

(120°47′E, 21°57′N), 在大陆最东地点为马家浜文化的

浙江舟山白泉遗址(122°09′E, 30°04′N), 最西地点为青

铜时代云南泸水石岭岗遗址(98°52′E, 25°39′N). 目前

为止有明确测年数据、10000a BP前后的水稻遗存, 主
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洞穴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

桶环和湖南道县玉蟾岩)和下游的旷野遗址(上山文化

遗址群), 水稻多地驯化的观点认为, 长江中游和下游

都可能是水稻驯化、演化中心(Choi等, 2017; Deng等,
2015; Zuo等, 2016).

旱作农业考古遗址, 1993年报道有49处(游修龄,
1993), 目前共统计正式发表的约2000a BP以前的旱作

遗址537处(He等, 2017), 老于4000a BP的324处, 老于

7000a BP的31处(图7a和b). 绝大多数分布于33°N以北

的北方地区, 东西分布狭长, 以黄河流域分布最为密

集, 且在长江上、中游及辽西地区也有密集分布. 最

北的地点为青铜时代内蒙古赤峰二道井子(119°11′E,
44°18′N), 最南的地点为青铜时代台湾台南牛稠子

(120°13′E, 22°57′N), 最东的地点为龙山时代的吉林延

边新安闾(129°46′E, 43°18′N), 最西地点为青铜时代新

疆和硕新塔拉遗址 ( 86 °55 ′E , 42 °13 ′N ) . 最早

(8000~10000a BP)的粟、黍农作物考古证据分布在内

蒙古赤峰、河北北部、山西吉县、陕西宜川、甘肃秦

安等地区.
目前共统计中国史前旱作-稻作混作遗址(同时发

现旱作、稻作)186处(图7a)(He等, 2017), 老于4000a
BP的121处, 老于7000a BP的5处. 绝大多数遗址点位

于长江与黄河之间流域之间30°N~37°N的范围内, 呈

东北-西南向带状分布. 最东北遗址点为辽宁大连高丽

寨(122°29′E, 39°32′N), 最西南遗址点为云南耿马石佛

洞 (99°43′E, 23°37′N), 最东南的地点为台湾台南南关

里(120°16′E, 23°07′N), 最西北的地点为甘肃灵台桥村

(107°30′E, 35°09′N), 海拔最高遗址点为青海循化交日

图 6 古代桦木醇硅烷化衍生物的质谱图
据Rao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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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和云南剑川海门口(约2200m). 目前的考古学证据表

明, 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
游地区可能分别是旱作(粟、黍)和稻作起源-驯化的中

心地带, 驯化开始的时间都在大约10000a BP前后, 这
个时间与西亚、中美洲的农作物开始被人类利用、栽

培和驯化的时间是相近的. 涉及到具体的驯化过程, 稻
作的证据相对更多一些, 旱作的驯化过程研究还在基

础和材料的积累过程中.

3.2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起源、演化过程初步研究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驯化农作物, 是快速驯化还是

缓慢驯化? 什么时间进入稳定的农业发展时期, 目前

还存在争议(Fuller等, 2009; Liu等, 2007; Silva等,
2015). 不同的学者曾给以简单分期, 例如: 采集期、

栽培利用期、早期驯化期、驯化成熟期(真正的农业)
等, 随着野生-驯化鉴定标志的完善和应用, 对这些阶

段的认识将会逐渐完善.
马永超、郇秀佳等对长江下游的10多处典型考古

遗址(从10000a BP~2000a BP前后)开展水稻植硅体分

析 (Ma等, 2016; 郇秀佳等, 2014; Zuo等, 2017), 通过统

计鱼鳞状纹饰大于和等于9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比例,
揭示了长江下游水稻驯化经历了大致三阶段(图8a).

图 7 中国农业考古遗址分布点图(11000~2000a BP)
(a)中国农业考古粟、黍、水稻遗址点以及粟、黍、稻混合遗址点分布图; (b)中国农业考古粟、黍遗址点分布图; (c)中国农业考古水稻遗址

点分布图. 据He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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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大约1万年前后, 驯化型水稻化石的比例达

到30%左右, 明显高于野生稻的17%, 说明上山文化早

期水稻已经开始被驯化, 直到河姆渡早期, 驯化程度逐

渐增加到55%左右, 但尚未达到现代驯化的程度; 第二

阶段, 约6500~5600a BP, 从马家浜晚期到崧泽早期, 水
稻的驯化程度一度回落到30%左右, 目前原因不明; 第
三阶段, 5600a BP以后, 水稻驯化程度逐渐达到现代驯

化水平. 邓振华等通过对长江中游的水稻小穗轴化石

的分析, 发现在8000a BP前后, 水稻已经完全驯化

(Deng等, 2015). 是否说明长江中游相对下游更快速地

完成水稻驯化过程, 还有待深入研究.

粟、黍的起源、驯化、演化的证据还非常有限,
目前仅有淀粉粒的证据, 揭示了旱作农业早期的粟类

农作物变化的过程. 杨晓燕等通过对河北徐水的南庄

头遗址(早于11000a BP)和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

(距今11000~9500a BP)出土的石器和陶器的表面残留

物以及文化层沉积物中的淀粉粒遗存分析(Yang等,
2012b)(图8b), 发现距今11000a BP前后, 淀粉残留物中

已经出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粟类淀粉粒, 说明当时人

类已经开始了对粟(Setaria italica)或黍(Panicum milli-
aceum)这两种作物野生祖本的驯化. 进一步通过对14
个新石器早期到中期遗址残留物淀粉粒分析(Yang和

图 8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起源、演化过程
(a) 水稻起源演化的植硅体证据, 据Ma等(2016)和郇秀佳等(2014); (b) 粟类农业早期演化的淀粉证据, 据Yang等(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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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2013; Yang等, 2015a, 2012a; 杨晓燕等, 2009b),
发现具有野生性状的粟淀粉粒逐渐减少. 表明粟类的

野生祖本被驯化的过程是长期的, 至少需要数千年

以上.

3.3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传播过程初步研究

3.3.1 水稻起源传播可能的过程和途径
对水稻起源传播过程的认识, 前人曾经给出过不

同的传播途径(严文明, 1982; 游修龄, 1993). 根据目前

水稻考古证据和气候变化背景(Dykoski等, 2011; He
等, 2017), 水稻起源传播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图9).
约10000a BP前, 在末次冰消期气候转暖过程中,

粳稻类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被驯化 . 约

8000~7000a BP前, 全新世温暖适宜期, 水稻快速向北

传播到山东章丘西河、长青月庄、河南郑州朱寨、新

郑唐户等地区的10多个遗址(Jin等, 2014; Zhang等,
2012; 王灿, 2016), 水稻向北扩展到旱作区, 应该与

8000~7000a BP前全新世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 约

6000~5000a BP前, 水稻继续向西北传播, 可能存在两

条路线, (1) 经洛阳盆地, 关中平原, 继续西进到甘肃河

湟地区 (Zhang等, 2010, 2011, 2012;秦岭, 2012 ), (2)从
汉水下游向西到上游再到甘肃河湟地区. 目前关于水

稻南传的研究, 张弛等做过许多工作(Zhang和Hung,
2010; 张弛和洪晓纯, 2009), 结合新近的材料(He等,
2017), 可以初步判断, 约5000~4000a BP前, 全新世气

候温度下降过程中, 大致有两支南传路线: (1) 仰韶晚

期-马家窑文化时期, 水稻从甘肃天水一带沿着粟作农

业南下, 路径进入四川、云贵低海拔地带, 最后可能经

藏缅走廊传入中南半岛(He等, 2017); (2) 另一支约在

4000a BP前后, 从福建-台湾-快速传播到吕宋岛菲律

宾地区(Deng等, 2017; He等, 2017).

3.3.2 旱作农业向中亚、青藏高原传播与史前人类
迁徙-定居

基于现有资料(Liu等, 2016; Stevens等, 2016; He
等, 2017; 董广辉等, 2017), 约在10000~8000a BP前后,
粟、黍农业在黄河流域或和西辽河流域起源之后, 通

过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的人群流动, 向西传播

到达黄土高原西部, 约在4500~4000a BP前后传入中

亚东部, 3500a BP后传入西亚和欧洲. 约10500a BP前

后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在8000a BP前传入欧洲和

中亚西部, 4500~4000a BP传入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

区. 表明粟、黍向中亚传播和小麦向东亚传播都经历

了数千年的过程, 他们在中亚地区相遇的时间大致在

4000a BP前后. 与此同时, 粟、黍通过西、中、东三

个通道(西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地区, 中部关中盆

地-汉水流域, 东部海岱地区)向南传播(He等, 2017).
小麦东传的具体路径和过程目前还有争议(Dodson等,
2013; 靳桂云, 2007; 张东菊等, 2016; 赵志军, 2015; 董
广辉等, 2017) .

相对来说, 粟、黍、麦如何向青藏高原传播的过

程, 过去了解并不多. 最近几年, 陈发虎等调查分析了

青藏高原东北部200余处史前遗址, 选择53处保存完好

的史前遗址采集样品, 开展了系统植物遗存鉴定分析,
以及精确的碳化种子测年工作, 并结合古气候研究成

果, 提出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三步走”模式:
第一步, 距今约2万年至5200a BP前, 旧石器人群在青

藏高原低强度季节性游猎; 第二步, 距今5200a BP前至

3600a BP前, 粟、黍农业人群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边

缘, 在海拔2500m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定居; 第三步,
距今3600a BP前以后, 以种植大麦和牧羊为主的农、

牧混合人群大规模扩张, 并定居至海拔3000m以上的

高海拔地区(Chen等, 2015; 董广辉等, 2017; 陈发虎

等, 2016; 张东菊等, 2016). 这项研究为理解史前人类

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 和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定居在高

海拔地区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 在中国旱作-稻作起源、传播研究有一个

重要特点, 大量植物遗存(种子、炭屑、植硅体等)、
特别是一年生植物炭化种子被广泛应用于碳十四年代

测定, 对厘清农业起源与传播、文明的发展与演化过

程, 提供了明确的年代框架(Dodson等, 2013; Chen等,
2015; 董广辉等, 2017; He等, 2017; Zuo等, 2017).

4 中国农业起源、演化研究的问题与机遇

现今,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 已经

不仅仅是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 随着生命科

学、地球科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加入,
方法学的突破、材料的积累和理念的创新, 预计在今

后不长时间内, 史前农业起源演化与人类文明发展以

及自然环境变化关系的诸多认识和模式, 将有新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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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成为许多学科关注和参与的重大方向.
人类将重新审视, 为什么在末次冰消期气候升温

过程中, 在大约12000a BP前后, 大致只在20°N~35°N
以及美洲大陆15°S~20°N的地区, 人类最早驯化了不

同种类的农作物? 为什么在人类长期采集植物的过程

中, 从开始选择坚果类植物到更多选择双子叶草本植

物、单子叶草本植物以及最后更多集中对禾本科植物

进行驯化? 今天我们饭桌上一餐简单的饭菜, 可能是

数千年来世界各地驯化植物的聚汇, 从西亚“新月沃

地”出产的小麦、大麦、多种豆类, 到美洲驯化的玉

米、南瓜, 以及中国出产稻米和粟、黍等. 这不仅仅

是食物的汇聚, 更是世界文明的汇聚. 世界农业起

源、演化、传播有哪些规律? 对整个人类文化、文明

历史演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什么机制驱动? 又会向

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还面临一系列问题, 也是机遇.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是文化连续

传承的文明古国, 有着得天独厚的旱作和稻作农业研

究资源和丰富多样的气候环境记录, 是研究东亚农业

起源、文明演化和气候变化关系的核心区域. 今后相

当一段时期, 早期农业起源与传播问题的研究, 将会

依然被聚焦在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 (1) 早期农业

起源、发展和传播的科学证据; (2) 早期农作物遗存

等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 (3) 农业起源-传播的气候

环境背景与驱动机制等.
(1) 从材料和证据看: 我们对旧石器晚期人类“食

物广谱化”过程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期待更多的旧石器

晚期和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证据; 末次冰期-冰消期期

间, 全球海平面下降120~130m左右, 中国沿海数百万

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变为陆地(汪品先, 1990), 应该是适

合早期人类生存、驯化农作物的良好地区, 但目前能

够探索的能力和机会非常有限; 目前的农业起源的关

注度最大的是粟、黍、稻几种早期的农作物, 事实上,

图 9 水稻起源传播的可能途径与气候变化
(a) 董哥洞全新世气候变化, 据Dykoski等(2011); (b) 水稻遗址分布, 据He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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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中后期许多新的动、植物种类陆续被驯化, 我

们对这些农作物被驯化的背景和过程还了解甚少; 农

业的传播和交流涉及到我们对中亚、西藏、西南、东

南沿海以及周边国家的农业考古资料的了解和把握,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周边地区农业考

古的研究成果, 还期待更多相关研究的深入.
(2) 从方法和技术看: 目前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可能

得出不同结论, 例如我们目前所遇到的, 现代水稻植物

DNA分析的水稻起源地的结论和水稻考古证据并不

匹配; 植物考古浮选的粟、黍炭化颗粒比例与微体化

石的数据不匹配等, 都是可以预见的问题, 如果能够

找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方法, 会在某一方面取得重要

的进展; 与材料、方法和技术关系重大的是年代学的

数量和质量以及测年技术的突破, 是将来有没有可能

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 时刻关注新方法的创新和应用,
许多新方法不只是依赖先进的仪器, 更多的是理念的

创新.
(3) 关于基本概念和假说: 农业考古的许多争议,

可能因为一些概念不够明确, 例如“农业起源”、“农业

起源地”以及“农业起源阶段划分”的标准等, 不同学者

常常有不同的理解; 人们对农业起源的认识是阶段性

的,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 目前着重事实可靠

是接近真相的关键途径. 在农业起源的科学前沿, 地

质学、生物学、考古学、农业科学、社会历史文化等

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农业起源-演化理论性突破的

机遇, 期待多学科的融合.
本文重点介绍了近几年中国科学家在新技术、新

方法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有关研究概况, 许多新的重要

的成果和文献可能没有涉及, 许多有意义的问题需要

将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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